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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振铎俗文学观的开拓 

——谈中国多民族俗文学对文体的影响 

 

吴刚 

 

【摘要】郑振铎先生的俗文学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上，用他的话即是：“‘俗文学’不仅成

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

而来的。”而广义“俗文学”要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文学，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俗文学。作为那些由俗文学演变

而来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它的源头理应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俗文学。 

【关键词】俗文学  文体  郑振铎 

 

郑振铎先生的俗文学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上，用他的话说即是：“‘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

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1
怎么成为“中心”？他概括得很清楚，正统文学范围狭小，

把俗文学放进去后，范围扩大了，也就是说，“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他说，

“像《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像五言诗原来就是从民间发生的。像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

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
2
无疑，郑振铎的这个俗

文学观是正确的。按照他的这个观点，所有的文体的发生都该从俗文学角度溯源。 

这又要对于“俗文学”进行界定，郑振铎先生在其《中国俗文学史》开篇提到：“何谓‘俗文学’？‘俗文

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

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3
他的“俗文学”范围是广义的，包括了

书面的和口头的文学。不过，他更重视和搜集各地民间的抄本、刻本。为此，他自己则说“我过去重视书本上

的，钟先生重视口头的，我们两人今后应该相辅相成，矛盾统一。”
4
郑振铎先生自己也认为忽略了口头的文学，

这自然就影响到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吸收，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最为丰富的就是口头文学。应该说，广义“俗文

学”要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文学，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俗文学。对于这个，当前学界已不存异议。
5
 

由此，我们再谈郑振铎先生的俗文学观，从这个全面的“俗文学”角度去探讨对文体的影响，就更客观了。

但研究的具体情况怎样呢？郑振铎先生虽然也提到民族的，但并没有广泛涉及。因此，他在讲到文体发生的时

候，一些角度必然狭窄了。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郑振铎先生那个时代存在，即便是在今天还有很多研究者

存有偏颇的认识。上面提到，对广义“俗文学” 包括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俗文学，学界没有异议。但这只是民

间文学上观点，真正把少数民族俗文学恰如其分地放进《中国民间文学史》，目前还要做相当的努力。而从这个

俗文学观出发，去研究文体发生的时候，研究者往往把俗文学中少数民族俗文学发挥的作用抛在一边了。比如，

谈到词的起源，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将“胡夷之曲”与“里巷之曲”并列作为它的源头，

而在其后著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则明确指出词是从民间抬头，“在期间，也有许多是胡夷之曲”，显然，郑

                                                   
1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 页。 
2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 
3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 页。 
4 见《民间文学在京专家座谈会》，转引自《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 页。 
5 如高有鹏说：“中国民间文学史面对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典籍文献与民间口头传播、文物实证的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有的民间文学问题。只有把这两个问题处理好，中国民间文学史才具有更高的科学意义；

忽视了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无疑是一种明显的缺憾。”参见其著《中国民间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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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铎先生认为“里巷之曲”是最主要的来源。
6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一些学者还是认为，词

的起源与少数民族俗文学没有多大关系。
7
笔者曾撰文数篇，明确阐发词的起源离不开少数民族俗文学。

8
简而言

之，笔者认为，词的起源，离不开种种条件。胡乐不进入中原，便没有隋唐燕乐的形成，也就没有音乐条件；

而没有声律的发展，也就没有韵律条件。总之，词的产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对于词的起源，我强调的是民族文化融合，也就是说，不是纯粹的汉族俗文学或者少数民族俗文学的作用。

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说
9
，让我们认识到古今的多民族文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文学关系。作为那些由俗文学演变而来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它的源头理应也包容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多民族俗文学。所以，让我们去寻找在纯而又纯的汉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之影响下形成的正统文学的文体，

就比较困难了。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个正统文学文体的源头是包括汉族文学在内的多民族俗文学融合的结

果。因此，要认识对正统文学的文体起作用的“俗文学”真面目，就要从汉族俗文学与少数民族俗文学融为一

体的“俗文学”角度出发，去探讨文体的发生。单纯从汉族俗文学或少数民族俗文学出发，去研究正统文学的

文体的形成，那都是偏颇的。 

笔者认为，不仅词的发生离不开多民族俗文学，就是其它一些文体也离不开。比如说楚辞，郑振铎先生曾

说“在期间，我们不仅可以明白古代招魂的宗教仪式，且也可以明白秦、汉以前我们南方民族对于东西南北及

上下各方的想像的描状；较《山海经》简单而更近于真相些。”后人王逸、朱熹等人，也都强调《九歌》原为楚

地沅湘之间的民间祭歌即民间仪式歌。楚地的民俗歌舞和地理条件是楚辞产生的最重要因素。可见，楚辞深受

楚地民族“鄙俚”之词的影响。进一步说，当时楚人所包容的“九夷八蛮”，即南方越、苗、氐、羌、巴等民族

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汇聚，在楚古歌中表现出来，这对楚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比如六朝民歌，对于北朝民歌，郑振铎先生说，“又有‘梁鼓角横吹曲’，那是受了胡曲影响之作，和吴声

歌曲及西曲歌完全异其情趣。《晋书·乐志》：‘横吹有鼓角，又有胡角，即胡乐也。’其来源，据相传的话，可

追溯到汉武帝时代。但我以为这些胡曲的输入时代，最可靠的还是五胡乱华的那个时期。至于有歌辞可见的则

惟在梁代。” 这言论，说明郑振铎先生肯定了梁鼓角横吹曲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学。但对于南朝乐府民歌的“吴

声”，还没说清楚。《吴声歌》即“吴歌曲辞”，吴歌的前身是越歌，越歌是古越族人的歌，古越族是吴语地区最

老的居民，讲的是古越语。在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有汉人迁入，但还是以越人为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

先生谈到《吴声歌》时说：“这些民歌的作者比较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有不少是汉化不久或尚未完全汉化

的越人的作品。”
10
在南朝乐府民歌中，“吴声”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西曲”也受到了它的影响

11
）。所以，可

以说，六朝民歌大部分是有少数民族的民歌成分。 

比如小说，我们要追溯到变文。印度佛教内传，是以西域和北朝一些少数民族为中介的。在鲜卑族拓拔氏

                                                   
6参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导读部分（陈福康 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 页。 
7 关于胡乐的问题，这几年学界有一场讨论。李昌集先生发表一文《华乐、胡乐与词：词体发生再论》（《文学遗产》2003

年第 6 期，71—84 页），接着岳珍先生发表《关于“词起源于隋唐燕乐”的再思考——与李昌集先生商榷》（《文学遗产》2004
年第 5 期，71—84 页）反驳李文。随后，洛地先生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5 年 3 月第 1——27 页）上，发表了《“律

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将“词”视为“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是 20 世纪词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大失误》，

以四万余言文章驳难岳文。谢桃坊、姚品文、谢玉峰等人也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5 年 12 月）发表文章，参与

讨论。李昌集先生后来又发表了两篇文章《“苏幕遮”的乐与辞——胡乐入华的个案研究与唐代曲子辞的声、词关系探讨》

（《中国文化研究》2004 年夏之卷，第 22—35 页）、《词之起源：一个千年学案的当代反思》（《文学评论》2006 年第 3 期，

第 79—90 页），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 
8 参见拙作《胡乐在词的起源中的作用》，《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中国语言文学〉论文集(文学卷上)》2007 年 7 月，第

225—232 页。又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 年第 2 期；《南北朝乐府中少数民族民歌对词体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3 期。 
9 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6 页。 
10  见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待出版）。 
11  参见朱自清：《中国歌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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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北魏首都平城和洛阳，建有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在丝绸之路东段的要冲建有敦煌莫高窟，这

个地方是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和中亚商贾往返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壁画和汉文写卷，包括众多少

数民族古文字的写卷。这里的一部分变文，即佛教俗讲，成为中晚唐寺院和民间流行的说唱形式。它深刻影响

了宋朝勾栏瓦舍的说书艺术，最终在文人参与下，衍变为明清时代的话本和章回小说。
12
郑振铎先生明确说，变

文是“小说”和“说史”的先驱。
13
而就在这变文中，存有多民族文学的遗迹。 

诸宫调、散曲也是多民族文学融合的结果。郑振铎先生说，诸宫调是宋代讲唱文里最伟大的文体，
14
但它的

发展和成熟却是在金。今存的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是明证。而从诸宫调发展而来的元杂剧及散曲，则

更不用说是含有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了。至于发展到以后的宝卷、弹词、鼓词、子弟书，则就更多有少数民族

文学的含量了。 

对以上这些问题，郑振铎先生讨论有其局限，但今天的学者，讨论的也不够。为什么讨论的不够？对于郑

振铎先生来说，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抄本、刻本的书面文学上了，忽视口头文学，今天的学者有没有郑振铎先生

这种情况呢？也许有，但我想，更多是认识问题。在郑振铎先生那个年代，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

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现在这个年代，在有些研究者意识里，是少数民族俗文学登不上大雅之堂，不为“学

士大夫”所重视。郑振铎先生已经说了“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那这俗文学

就仅仅是汉族文学？本文前面做了些讨论，情况肯定不是这样。 

我们说，汉族俗文学与少数民族俗文学融为一体的“俗文学”促进了正统文学的文体的形成与发展。不过，

我们所说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并不是所有的文体起源都一定和少数民族俗文学有关，比如说比较早的传统文体

散文，这主要是在汉文学中发展起来的；也并非所有的文体起源都一定和汉族俗文学有关，比如说英雄史诗。

这主要是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学能够孕育出自己的文体，而各民族文学融

合则能产生新的有生命力的文体来。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多民族俗文学既可以影响到文体发生，也可以影

响到文体发展。 

总之，郑振铎先生的“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 俗文学观，融入了多民族

俗文学的思想后才应是完整的。具体地说，一个新文体的形成，且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那应该是汉

族俗文学与少数民族俗文学融为一体的“多民族俗文学”的功绩！能推动新文体的发生、发展，除了是民间的、

还应是民族的。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只是做了学理阐发，具体的文体发生与发展还有待做个案研究。 

本文从中国多民族俗文学对文体的影响角度，谈对郑振铎俗文学观的开拓，并不是抹煞郑振铎俗文学观的

功绩，而是对他提出问题的继续探讨。郑振铎自己也说，《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只是研究的开始，而尚不是

结束的时代”，
15
希望有机会能加以修正！事实上，《中国俗文学史》是本了不起的著作，在当时，虽然胡适提出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论断，
16
鲁迅、周作人、茅盾、老舍、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家都阐述过民间文

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且也有一定影响，但是象郑振铎这样系统地以一部俗文学史的面目出现，并有理论阐发，

是鲜见的。按照陈福康先生的评价说：“是我国开创性、奠基性的一部俗文学史，也是有文学史以来很少的这类

书中最突出的一本。”
17
本文沿着郑振铎先生的学术思路前行，是一种探索与追求，按照郑振铎先生的话说“更

有成效的收获还有待于将来的续作和有同心者的接着努力下去。”
18
 

                                                   
12 参见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6、147 页。 
13 参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0 页。 
14 参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5 页。 
15 参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 页。 
16 胡适：《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 1928 年版。 
17 陈福康：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导读部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 页。 
18 参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 页。 


